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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

⊙ 辛奉受

 

一 前 言

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中，文化大革命被視為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

失。但是，對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來說，從來沒有一個公認的觀點。比如，根據派系主義

的做法，他們認為正是派系之間矛盾的爆發，因而導致文化大革命。1 而且，按照權力鬥爭

的解釋，正像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對權力和他的地位的激烈爭鬥一樣，文化大革命根源於原則

分歧和個人鬥爭。2

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者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尋找中國政治文化內在的烏托邦思

想。按照他們的觀點，烏托邦主義的基因本來就存在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結構中。在文化大革

命10年中，烏托邦自上而下不斷向基層擴散，從而，共產黨政治文化中道德精英主義逐漸破

壞。3 而且，他們認為大躍進運動是烏托邦式的歷史插曲。尤其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為，大躍進運動是一種對世界大同充滿熱情和期待的烏托邦，而且就馬克思主義

對這個詞的貶義理解而言，它更稱得上是烏托邦式的。4 因此，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毛澤東對

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角色，就可以發現，他的烏托邦思想對它起了核心和關鍵作用自不待言。

根據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解釋，毛澤東相信從根本上改造任何人，使其成為無產階級

的先鋒隊，這就是毛澤東的烏托邦幻想的根源上有根本的意義。他認為，按列寧的設計，即

使以被農民所內化的正確政治路線，仍不足以使一個主要為農民成分所組成的政黨成為無產

階級政黨。要鑒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跟那些真正血統的城市工人階級的某種聯繫，仍然是

必須的。過分依賴農民可能被認為是異端，但卻不能被說成是烏托邦，因為它行之有效。再

不然，如果夢想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過程來戰勝國民黨，那可以算是第一種烏托邦主義。5

毛澤東認為，人民道德的改造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而且是既作為精神烏托邦又作為

物質社會烏托邦的未來觀的一個部分。於是，毛澤東堅持這種依賴於對人的思想和道德改造

的信念最終發展了農民有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能力而走到農民革命的道路。邁斯納說：「此

外，毛澤東還認為，社會改造和思想更新這一關鍵的、必要的過程，應發生在農村而非城

市。這以深刻的信念當然是全盤顛倒了馬列主義關於現代革命歷史過程中的鄉村和城市之間

關係的觀點。」6

毛澤東維護主觀世界的改造是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的決定因素。這樣一來，他把客觀經濟條

件貶低，而且在經濟普遍落後條件下重視固有的道德和思想的純潔性。正如由於農民落後從

而認為它們在思想上比較純潔一樣，青年人也因為他們年輕、更容易接受道德和思想改造。



這種「一窮二白」的觀點發展到人民的道德改造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而且是既作為

精神烏托邦又作為物質社會烏托邦的未來觀。

對毛澤東烏托邦思想的起源來說，可以劃分兩種研究傾向，一種是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另

一種把重點放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政治文化。前者認為，在革命年代，毛主義

的理論和事件或他的未來觀中幾乎沒有看甚麼可稱之為烏托邦的東西，因而，毛或整個中國

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受到的激勵，更多地是來自對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或者說他們曾設想

過馬克思主義預言的那種千年盛世未來。7 後者則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受到了公羊學

的影響，並且他不可能接受物種鬥爭和競爭理論。因此，他一再證實大同社會的實現是由那

些與宇宙契合的聖人所領導的一種自然發展的過程。8

有趣的是，無論社會主義論者還是傳統政治文化論者，他們都是不大注意早期毛澤東已經擁

有這種烏托邦思想。換言之，以往的研究對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似乎忽視早期毛澤東，尤其

是他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以前，已具有烏托邦思想的這一事實。所以，本文嘗試早期毛澤東的

烏托邦思想而其根源。

二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

關於毛澤東思想來源來說，大部分學者認為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思

想傳統二者的結合來認識。但對於這兩種傳統在塑造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相應的影

響，意見卻從不一致。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傳統因素的影響有統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以馬克思

主義的觀點為本位來解釋他的思想。

前者強調的是要把研究重點放在毛澤東在中國歷史傳統中的位置上，放在中國文化和哲學以

及關係到毛澤東思想和行為發展的現代中國問題對毛澤東的影響。施拉姆認為毛澤東思想是

立足於中國文化傳統基礎上，但是，他還審慎地指出9：

1938年，毛澤東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口號，後來一直繼續提倡這個

主張。可是，「中國化」是指馬克思主義穿上中國隱喻的外衣，用中國的例子來闡述

它，而且某種程度上還與從中國歷史和哲學傳統中挑選被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和價值

觀念相結合……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條件的混合物，雖容易被他的同胞們吸收，

但也有危險，因為他們只主要記住中國的和熟悉的東西，而不領會對社會革命和經濟發

展必不可少的新的、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這種看法是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模式與這些被運用於中國具體現實之前就已經經過

加工改造的馬克思主義並不相符。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毛主義

的最後形式是一種激進的農民烏托邦，在它中間，雖然馬克思主義的習語處處可見，但其主

要的價值觀似乎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10

後者強調的是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他們主張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因

而有必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範疇來分析他的思想。據奈特（Nick Knight）的解釋，「西方

研究毛澤東的學者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上，這些學者們

時常是要麼懷有敵意，要麼非常苛求。」11

在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進行論爭中，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和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之間在1960年進行的「毛主義傳說」的爭論是最代表性的。12 魏特夫認為，正統

的馬克思主義並不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過程中的唯一力量，甚至在十九世紀的歐洲，農

民也是被視為革命做出重要貢獻的。史華茲則堅持說，他從不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允許農民

在歷史過程中承擔一定的任務，但他關於「毛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行動上的異端的看法

是依據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的，而馬克思主義最顯著的特徵是強調工業無產階級的歷史使

命和強調作為現代革命先兆的工業化社會的經濟狀況。

在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產物，毛澤東的政治思想與中國傳統政

治文化離不開。尤其是他還抓住和利用這種特殊性即儒學思維方法和特點是最重要的。比

如，霍勒布尼奇（Vsevolod Holubnychy）對《毛澤東選集》作了一次統計，說其中所引用的

全部語錄裏面，儒學和新儒學的語錄佔22%，居各種語錄之首。13 實際上，毛的著作的確是慷

慨地擁有大量關於中國古典傳統的知識、諺語和典故，以及大眾化的民族語言。

在中國從西漢以後，儒家思想始終佔據著統治地位，並且幾千年的中國封建文化事實上是以

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文化。14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源頭只有儒家思想一

個，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也都發揮巨大的作用。不過，儒家思想之所以佔據統治地位，因為

就是專制主義本質，即以親親、尊尊為主旨的儒家倫理政治學說，與君主專制制度有著極大

的適應性，特別是在董仲舒對於儒家學說進行改造之後，使之完全適應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

家的政治需要。15

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革命運動本身就包含了很多儒家學說的本質。他的道德態度以及對

在革命運動中忠誠與正直的強調，與儒家學說的基本實質比與馬列主義的唯物論更接近。毛

澤東有意識地攻擊了某些傳統，但卻無意識地反映出另一些傳統。他聲稱在支持新的發展，

但實際上卻按照舊的行為模式去行動。所以，特里爾（Ross Terill）認為，與28個布爾什維

克、蔣介石、民主同盟（介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左翼第三勢力）的領導者相比，毛澤顯

得更受中國傳統的影響。16

三 早期毛澤東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的小村子裏。他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後來

家境好轉，父親以高利貸的方式把谷物借給別人，很快成為富農。按照《毛澤東家世》一

書，毛氏家族自在湖南韶山扎根以後，以務農為生，世代相傳，約有500年的歷史。而且，毛

氏家族幾乎與科舉絕緣，除了第三代出了個歲貢毛有倫外，其他的就連監生也寥若晨星。17

可見，毛澤東的祖先大都是在韶山一帶的土地上耕耘的農民。

毛澤東的父親性情暴躁，而且純粹為了實用外，他父親對學習完全不感興趣。因此，毛澤東

常常同他父親發生衝突。於是，心理分析家從毛澤東同他父親的關係中去尋找革命傾向的線

索，但這並不是準確的。因為這種衝突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當時的中國，作父親的常像毛

澤東的父親那樣，以高壓手段管教子女。18

其實，毛澤東在這種家庭環境下卻察覺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父慈

子孝」倫理觀。例如，毛澤東回憶說：「我到了十三歲時候，發現了一個同我父親辯論的有

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典地來駁他。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我就



引用經書上長者必須仁慈的話來回敬。他指摘我懶惰，我就反駁說，年紀大的應該比年紀小

的多幹活，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所以應該多幹活。我還宣稱：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

候，我會比他勤快的多。」19

毛澤東從幼年時候讀書寫字，其目的在前面說的那樣完全是學會記賬和寫信。他不感興趣背

誦儒家經書，他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尤其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但

是，這些儒家經書枯燥難懂，其實自幼熟讀就近似電腦的軟件儲存，成年後自便於應用。儘

管毛澤東說他不喜歡這些經書，他倒學得很好，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常常引經據典就足可證

明。

1910年，17歲時，毛澤東進了一個新式學堂，即東山高等小學堂。在這裏毛澤東第一次直接

接觸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思想。他深受表兄送給他一本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和

一本論述維新運動的書的影響。20

次年，毛澤東到了長沙，進了那裏的一所中學，和同學剪掉了辮子。在武昌爆發的辛亥革命

時，毛澤東讀了報紙，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他後來承認，這是他第一次發表政

見，但當時思想上還有些糊塗。21

武昌起義後不久，他正式參軍當兵，過了半年軍營生活。辛亥革命實際上失敗後，毛澤東轉

而繼續求學。1913年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後來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合並於省立

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在這所學校遇到了倫理學教員楊昌濟。楊昌濟雖然倡導學習西方的

各種思想和制度，深入利用西方的科學和技術，但又要求學生不要忘記自己的民族遺產。所

以，李銳把他看作為一種新儒學的學者。22

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確實是很深的。毛澤東從學生時代開始，終其一生同他的老師一樣，

及其重視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毛澤東在1936年談到楊昌濟，他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

楊昌濟，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

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握在他的影響下，讀了蔡元培翻譯

的一本倫理學的書。」23

在這個時期，無論新儒學的學者還是一些主張向西方學習富國的方法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

的主題都是以富強來救國，並且，在富強救國觀念基礎上，他們提出了許多改革設想和要

求。同樣，根據王振輝的分析，早期毛澤東也目睹了中國日益貧弱、時有被瓜分的危機，所

以形成了一種企圖融合理論與實踐的救國烏托邦思想。24 毛澤東在1919年寫的《學生之工

作》說25：

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七年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岳麓山設工

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無成議。今春

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

毛澤東在傳統文化內在的烏托邦思想基礎上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進一步接觸到空想社會

主義，從而在實踐中深入烏托邦幻想。換言之，毛澤東從幼年時代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後

來接受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文化，從此逐漸形成獨特的烏托邦價值觀。

四 早期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大同社會觀



以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研究早期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不那麼容易，甚至在如此很小的資料中沒

有毛澤東對烏托邦的仔細分析的專題文章。但是，在他寫的早期文稿中發現一些端倪，通過

分析這些端緒能夠推測早期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

最典型的就是《學生之工作》一篇文章，毛澤東把它自稱為一個新村烏托邦的規劃書。毛澤

東在文章中說26：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

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

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

一「新村」。吾以為岳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他希望新村實行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實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並且通過這種烏托邦的實行，

改造中國。他說27：

日本之青年，近來盛行所謂「新村運動」。美國及其屬地菲律賓亦有「工讀主義」之流

行。吾國留學生效之，在美則有「工讀會」，在法則有「勤工儉學會」。故吾人而真有

志於新生活之創造也，實不患無代表同情於吾人者。

一般認為，毛澤東說的這種新村思想來源於日本作家小路實篤的烏托邦思想，其主要主張是

建立新村，人人平等，互助友愛，共同勞動，共同生活。但是，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與儒家

烏托邦精神的核心──大同社會觀──離不開。對儒家的大同思想來說，先應該談到康有為

的烏托邦思想。近代康有為把公羊三世說與《禮記‧禮運》中的大同思想結合起來，進一步

論證了烏托邦的歷史進化觀。《禮記‧禮運》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

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

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

就是說，大道通行的時代，天下為全體人民所公有，選舉有賢德與有才能的人來管事，請求

誠心，致力友愛，所以人們不只是敬愛自己的雙親，不只是疼愛自己的子女，更能博愛世

人，使老人們都能安度終生等等，這種社會孔子叫大同社會。

公羊三世說的淵源追溯到《春秋》，但東漢何休進一步發展而明確提出「三世」的概念，即

「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公羊學派的三世說不是進化的含義而是封建統治秩

序，就在變而不變中恒久地存在下去。28 康有為從歷史進化觀詮釋公羊派的三世說，人類社

會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進化的，進化的軌道是從據亂世到太平世，而太平世就是人類最為美

滿的大同社會。

當然，康有為在《大同書》上寫的大同思想同社會主義思想有密切關係。陳得媛和李傳印認

為，《大同書》思想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它糅合了儒家的三世說（據亂世、升平世、太平

世），《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和近代天賦人權思想。29 康有為

設計的大同社會，沒有私有制的經濟形勢，而是公有制前提下的按勞分配的計劃經濟模

式。30 於是，蕭公權認為，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而且當時的歷史環



境需要激烈的思想重建。社會主義既在，康有為不會不去吸它一口。他自然會像同時代的人

一樣寄望於社會主義的方法。他對資本主義失望之後，提出通往烏托邦的新路向。這是一條

可行之路。31 劉小楓也認為，康有為、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是儒家革命家，他們的革命精神

有共同的儒家革命精神資源，強調孫、蔣與基督教的緣分或毛與馬克思主義的緣分，都不足

以把他們的革命精神的底蘊搞清楚。32 但是，康有為對人性的設想、獲知理想的方法以及烏

托邦的指導原則，與馬克思主義大不相同。對此，蕭公權也承認：「康有為的人道觀與共產

黨人對人與社會冷酷的看法，是背道而馳的。」33

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毛澤東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

大同的路。」，「對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甚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

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

「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34 當然，

毛澤東使用的大同一詞與《禮記‧禮運》的說法完全不同。但是，正如韋克曼說，20世紀中

葉前「大同」作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階段的理想而被人們接受，這主要歸功於康有為對另一

儒學傳統──漢代公羊學──的大同思想的認同。35 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使用的共

產主義一詞意味著「大同」。36

而且，毛澤東在生活中試圖實踐烏托邦精神。比如，1918年毛澤東組織一個「工讀同志

會」，來實現建設新社會。對此，蔡和森贊同毛澤東的意見說：「著手辦法，惟有吾兄所設

之『烏托邦』為得耳。」37 毛澤東寫信周士釗說38：

我想我們在長沙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

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

共。多得的人，補助少得的人，以購消費為止。我想我們兩人如果決行，何叔衡和鄒泮

清或者也加入。這種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助團」。

根據金觀濤的分析，毛澤東的「烏托邦新村試驗」是一種小型共產主義社會。他認為，既是

這種試驗的失敗亦不足表明其原則的虛妄，而使社會改造規模太小而已，這種烏托邦主義價

值追求，極其有力地促使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39 毫無疑問，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

接受共產主義，這跟他們的烏托邦心態，跟他們那種強烈的理想主義，是有密切關係。但

是，毛澤東追求的理想社會並不是從西方社會形成的共產主義社會，因為毛澤東一生追求的

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以，可以說他渴望的社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的儒家大同思

想。

五 唯意志觀

那麼，如何實現烏托邦社會？康有為相信在有開明聖人的條件下會出現一個理想的自然國

家。在他看來，大同社會的實現是由那些與宇宙契合的聖人所領導的一種自然發展的過

程。40 康有為明確地說：「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優注意太平，托堯、舜

以行民主之太平。」41 毛澤東同康有為一樣受到公羊家的聖人改制精神，他在1917年寫給黎

錦熙的信上說：「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鎢，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

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42 他還說：「有



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43 就是說，聖人制定禮儀，教育群眾，使他

們變成文明社會的人。可見，早期毛澤東已擁有了聖人慈悲救世才倡大同的思想。

毛澤東在這種聖人觀的基礎上，把社會的人按掌握宇宙真理的覺悟程度分為三等，即「聖

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44 而且，他在聖賢之

下，又分出傳教之人和辦事之人。他說：「有豪杰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杰者也。 聖

賢，德業俱全者；豪杰，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聖賢。」45 由於

豪杰之士和得了大本大原的聖賢比較是不完美的，因此前者是傳教之人，而後者只是辦事之

人。

毛澤東在《講堂錄》上還說：「體育貴賤，有大小。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一

個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個之我，弱體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

也。」46 正是因為君子與小人的品格不一樣，毛澤東提出了君子救小人的主張。在他看來，

禮造成了一個「君子」、「小人」兩分的社會結構觀念，尊卑差別也是基於賢愚差別，並使

教訓小人成為天授予君子的政治義務。毛澤東強調的是那些得了宇宙真理，能夠掌握自己命

運的聖人，要肩負起拯救群眾的責任。他認為群眾只有聖賢才能拯救，因此，他要求君子同

情他們，教育他們，拯救他們，而不要輕視他們。

史華茲以「深層結構」這一概念來說明中國文化內在的聖人觀。根據他的分析，在中國歷史

上，有一思想特質似乎貫穿它的發展，它可以被稱為深層結構。深層結構包括兩方面：第一

是在社會的最頂點，有一個神聖的位置，那些控制這個位置的人，具有超越性力量，足以改

變社會。從這個角度說，位置本身比是誰佔據那個位置更為重要。因為結構本身並無動力足

以改變自己，故必須仰仗這個佔據最高神聖位置的君王的個人品質來改變整個社會結構。47

在這裏，注意的是，毛澤東並不認為聖賢與愚人的對立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他相信經過

聖人的啟迪教育，人人都能成為君子。毛澤東說：「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惡人，偶因天

稟之不齊，境遇之不同至於失學，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無可自諉者。」48 就是說，小人能

夠掌握宇宙真理，如果小人受到教育，他也是得到宇宙真理，所以，聖人對小人的教育責任

不可輕視。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這種「聖人教育小人」的精神狀態隱含著唯意志觀（Voluntarism），換

言之，人的意志與客觀因素二者相比，毛澤東更重視人的意志。正如毛澤東說：「中國的貧

農，連僱農在內，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的農民群

眾，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

同盟者，使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貧農和中農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得到解

放。」49 「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

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50 毛澤東總是認為群眾可能體現出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由

正確的領導者來引導。毛澤東相信「一窮二白」群眾的無限創造力，在他們中蘊藏了一種極

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即如果把農民群眾正確地引導，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比城市居民

或者知識分子更高。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當土匪頭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根據毛澤東自己的話，「這兩

根人雖然過去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現在願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

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51 在這一事件基礎上，施拉姆認為，經



過一定的教育，農村游民可以改變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認識是極端唯意志論令人吃驚的反

映，它最終導致了「主觀可以創造客觀」的觀念。52 其實，毛澤東在談到他的部隊中游民成

分比例很高的時候說，唯一可補救的辦法就是加強政治教育來改變這些人的素質。毛澤東相

信，從根本上改造任何人，使其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並且主觀可以創造客觀的觀念。因

此，毛澤東不顧中國社會現實和客觀經濟條件，而展望在唯意志觀之下的想象中的社會，終

於試圖建設一種烏托邦社會。

六 結 論

在接受社會主義以前，同當時所有探索救國救民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毛澤東也受到了許多

中外思想家的影響，他的思想就是「大雜燴」的時候。後來，毛澤東雖然轉向社會主義者，

但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了解的比較少，甚至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

正如李銳說，毛澤東早年的思想初戀，在晚年有燃起了某種懷舊之情，早期毛澤東的烏托邦

思想發展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53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

提到了康有為，將他列入「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並且說：

「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的路」。對康有為關於大同世

界的設想，其中哪些是應該而且可以實現的，哪些只不過是烏托邦的幻想，毛澤東在他的全

部著作中，無一字評論，這裏只是為康有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這個理想的道路。到了中國

人民大躍進的時代，毛澤東自認為已找到了這條道路，於是，他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就實施

了康有為只能想象的事情。

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為《張魯傳》親自作

注，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

「吃飯不要錢」；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以說服為

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

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等做法，也是欣賞的。他認為，「道路上飯鋪裏吃

飯不要錢，最有意識，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

國的歷史來源的。」 54 可見，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基於中國歷史來源，於是，

他從中國傳統文化尋找理想社會。所以，李銳說，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

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毛澤東或多或少的影

響。55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認識明顯見於下文，他說56：

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

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

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極大地提

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

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

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

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



時代。

這樣，毛澤東相信，人民公社是未來烏托邦社會的基礎，並且社會主義中國眼下接近烏托邦

共產社會。這種認識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悲劇，其原因就是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即

「主觀可以創造客觀」的唯意志觀同儒家大同社會觀結合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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